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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贵州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这得益于科技推动农业开发这一思路在贵州的落地生根。

在由技术性官僚主导、农业科技人员为主体的农事机构的组织领导下，形成了一条“调查-试验-推广”的

技术下乡之路。该路径让现代平原型农业科技逐渐本土化，形成符合贵州山地农业特点的山地型农业技术，

对贵州农业开发和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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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贵州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全省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

种”、“轮歇丢荒”、“广种薄收”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七七事变后，贵州成为杭日战争大后方和经

济建设的重要基地，客观给贵州经济的开发带来了大好时机。 

1937 年底，著名实业家、报人、实业部前部长吴鼎吕受国民政府委派，主持黔政。到任后，其以“革

新贵州农业，鹅荣农村经济，增进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为士要施政方针。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主

政者的重视，贵州农业始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一时期，随着技术型官僚不断充实中央及各省的农事机构，以及贵州省农业推广体系的不断完善，

以科技推动农业开发的思路成为这时期发展农村经济的土要策略。 

 

一、调查-技术下乡的基本前提 

长期以来，贵州省的各级政府对省内农业基本情况的掌握只停留在田亩、户口、主要作物等方面，而

缺乏科学、准确、全面的了解二这种状况直到抗战时期才得到改变。 

内迁而来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掌握肴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这些基于西

方现代农场上的农业科技，以及基千东部平原地区的实践经验，对于像贵州这样的以喀斯特为基本农业环

境的山地农业省份，是不能采取“拿来主义”拿来就用的。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搞清楚贵州的农业

条件，再根据贵州的农业环境，通过试脸改良，将现代农业科技和东部经验“本土化”，如此“对症下药”，



才能不走或少走叮路．收事半功倍之效：基于这一认识． 1938 年，贵州省政府“为求明了各县拱地面积、

农民人口、农业产销、农佃分配及农村副业等实况，以供建设行政之参考者，并便利实施起见”．决定开

展全省农业普查，“指定贵州省农业改进所为全省主办调查机关，各县政府为全县主办调查机关” , 并将

该项工作列为保甲中心工作之一。’各省农改所和内迁入黔的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央农业实验所泥潭茶场、

农林部烟产改进处贵州烟叶改良场等单位众即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农业调查。 这些调查，归结起来有如下几

类。 

（一）对贵州农业自然环境的调查 

A、地势。贵州省系属于高原地带，平均海拔约 1500 公尺，全境面积大都为山脉及丘陵所占，地多倾

斜贫乏。贵州农业与平原地区相比，人们多傍山为田，以事耕植，利用山谷间之溪流作堰积水，以为灌溉

之用。 

B、气候。贵州省为高地气候，气压较低，空气稀薄。太阳的辐射虽然强烈，但是气温偏低，湿度不因

低温而减少，故多生云雾。每年平均气温，就贵阳而论，最高为 28C，最低为 5C，平均为 15C,. 一年中各

月份的气温，以 678 月为最高，1、2及 12 月为最低。对于普通各种主要作物所需的温度，大致可谓俱备。

贵阳平均降水量为 1.218 公厘，降水日数计为 185 日，降水量较多月份为爪 67 月，最少月份为 12 月及翌

年 1、2两月。降水量之丰富及降水日数之多，对于贵州山地农业经营，自有莫大意义。对贵州省主要农作

物灌溉需水量进行统计，研究收成与旱灾的关系。 

（二）对农业人口和农业土地的调查 

A、农业人口。据调查，贵州省全省户数为 1850497 户，人数为 10486618 人，农户数为 1408828 户，

农民数为 8022418 人，占总人口的 76. 13%；壮丁数为 1770016 人，占总人数的 16.88%；人口密度每平方

公里为 59.4 人；全省之男女性比例为 107.5（比 100)；全省人口除汉人外，以苗夷为最多，人数约在 200

万以上，大都从事农耕；文盲占全省总人数的 60.88%。 

B、农业土地。贵州全省之土地面积为 264720615 市亩，其间农业上利用之耕地面积为 31223189 市亩，

故其垦殖指数为 11.79%，每人平均耕地面积为 3市亩。耕地面积中以私有地所占之比例为最大，计 73.06%。

而公有及共有中以学田、庙田、祠田为多，三者占总耕地面积 19.6%。各种地权形态，以佃农为多，计 39%；

自耕农次之，计 35%；而半自耕农则为 26%，故佃耕问题，实有相当之重要性。各种佃租形态间最通行者为

物租占 93%，钱租占 6%，役租仅占 1%。 

1938 年夏，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专家熊毅、李连捷、侯学煌等人调查了清镇、贵阳、定番（今惠水）、

罗甸等县土壤，撰写出 《贵州中南部之土壤》，将贵州中南部土壤分为准灰壤、灰棕壤、红 

壤、黄壤等 11类；1940 年又对贵州中北部 7个县的土壤进行调查，将中北部土壤分为 9类。 1942 年，

卜慕华根据贵州水稻栽培期、收获期及品种分布，将全省划分为中熟釉稻、早中熟釉稻、高原粳稻、东南

糯稻 4个区。 

（三）对农作物品种和种植区域的调查 

A、农作物品种调查。1938 年省农改所接收原省农事试验场搜集和移交的水稻品种 54 种，并在当年搜

集本省大豆种子 200 种；1940 年起浙江大学农学院在贵州搜集水稻品种 1200 种； 1940 年农林部中央农业



实验所嵋潭试验茶场在嵋潭、务川、德江、风冈等 4 县调查茶树品种，整理出黔北地方茶树品种有野生乔

木大叶茶树、灌木茶、长叶茶等 10 大类；1943 年，省农改所园艺系对清镇、安顺、镇宁、晴隆、兴义等

地的柑桔进行调查鉴定；据省农改所的调查，1942 年全省 79 个县主要栽培蔬菜有萝卜、白菜、南瓜、四

季豆、辣椒等 11 种。 

B、农作物适宜种植区域调查。贵州省各地夏季凉爽，秋季多雨，土层痔薄，大体不适植棉。省农改所

对夏季炎热，土层较厚的宜棉区域的调查表明，贵州在江河流经区域地势较低之地，适宜种棉。大致可分

作乌江流域、舞水流域、都江流域、红水河流域、盘江流域、赤水流域、鸭池河流域等 7区。贵州 81 县中，

至少有近一半县份可以产棉。[3](P53) 

抗战时期贵州的农业调查，有几个特点：一是调查主体的多元性。既有政府的农业普查，又有农业科

研机构的农业调查，还有高等学校的农业调查。二是调查内容的广泛性。调查涵盖了气候、土壤、降水量、

农业人口、耕地面积和类型、农作物品种、宜种区域等方面，很全面。三是调查时间的持续性。调查在抗

战之初密集展开，但并未中断，而是随着农业发展的需要持续开展。农业调查一定程度上摸清了“家底”，

为农业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是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重要一环。 

 

二、试验-技术下乡的必由之路 

时人即已认识到，农业开发无外乎两种手段，一是扩大种植面积，此为“消极的方法”，二是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此为“积极的办法”。更有人认识到，以技术改进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才是 “上策”，因

为靠垦荒来扩大耕作面积，对于生态脆弱的贵州“保持水土，维系永续农业”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

依靠技术改良来推进贵州农业开发事业。“在任何生产事业中，必需先将技术普遍化，而后始有进展之

望。”“黔省虽属山地，宜于农林，然以技术欠缺，少有成就。” 

在自然环境无法改变的条件下，现代农业技术作用于贵州农业者，最有效的就是通过品种改良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和通过防治病虫害尽量降低歉收的风险。因此，试验是技术本土化的必由之路。 

在育种试验方面，本文以水稻（粮食作物）和棉花（经济作物）为代表分别述之。 

（一）水稻育种试验 

一般而言，“稻之理想上的优良形质”应该符合以下标准：(1)分叶较多，(2)穗长，(3)粒着密， (4)

一穗之粒较多，(5)秆不甚高而强硬，(6)对害虫之抵抗力强，(7)富免疫性，(8)耐多肥栽培， (9)成熟期

早，(1O)秤满而无芒，(11)粒形中大而色泽优良，(12)粒较不易脱落。 

但是对于战时的贵州来说，水稻品种改良要着重于以下 5 个目标：(1）增加产量。“值兹军粮民食亚

有所需时，稻作从业者当以加增产量为首要目标。”(2)改良品质。“须根据米之用途及米食者之嗜好厘定

改良目的。”(3）增强病虫害及倒伏抵抗力。(4)提早成熟期。“通常早熟品种收量常少，晚熟品种收量概

多，但为调剂米荒等农业经济方面设想，或为避免气候及栽培之困难起见，均以成熟期早之品种为合宜。”(5）

谷粒不易脱落。 



贵州的水稻品种改良即遵循上述 5 个目标。水稻是天然自花授粉作物，其改良方法不外二种，一是选

择法，即以人工选择法挑选出优良品种进行繁殖；二是杂交法，将 2 个或 2 个以上优良品种进行杂交，使

其成为更优良而更完善的品种。贵州地势较高，海拔在 1000 米以上，大部分地区夏季天气不太热，谚云：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昼夜的温度相差太大，故人工杂交难于进行。因此只能采用选择法。选择法又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混合选择，另一种是纯系选择。省农改所于 1938 年派出十几名技术人员到各县广泛收

集，共获得水稻品种 460 种，单穗 17590 个。然后分别举行试验，先将釉粳糯三型分开，然后将各型分别

进行品种观察，采取单穗行、三行试验、四行试验等方法。用混合选择方法育成“黔农 2号”及“黔农 28

号”两个中熟水稻品种。 

“农业改进事业非一朝一夕三年五年所克奏功”[61，经过多年的精心试验，省农改所采用混合选择方

法育成黔农 2号、28号、7号、10号等品种，采用纯系育种法育成黔纯 365 号、黔纯 2363 号、黔纯 4247

号、黔纯 5122 号、黔纯 456 号等品种。这些品种一般具有产量高、抗倒伏等特性，适宜在贵州推广。 

浙江大学农学院在迁往嵋潭县后，教学之余，还做了不少农业科研工作。水稻方面，在卢守耕教授的

主持下，农学院农艺系经过 3年的努力，培育出较本地优良土种“盖水白”更为优良的品种 5个，分别是：

黔农 2号、遂昌乌谷、浙大 728、浙大 721、浙大 605，产量比“盖水白”分别高出 15.2%、 12.57%、1O.9%、

10.61%、12.14%。  

据有关调查，每亩水稻所需种子数量，在西部省份中，贵州是最少的，这也说明改良后的贵州稻种品

质是较高的。 

 

（二）棉花育种试验 

植棉在贵州虽然很普遍，全省 81 个县中，产棉的有 60 余县，但是产量都很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对棉花的需求量较小，棉花生长期与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生长期接近，农民不愿减少粮食作物的耕种面积，

“农民量用为种，估计一家需要的棉量，和农田的有余，酌种棉花，棉田都是最次的田，好田留作种谷和

杂粮的。棉下种后，任其生长，往往草与苗齐，农民缺乏植棉的常识，所以生产收获，量少质次。"[81 抗

战以来，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对棉花的需求量都大大增加。因此，对地处后方的



贵州来说，植棉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都非常可观，不但能增加本省收人，还能支援抗战，可谓一举两得。

故贵州当局竭力推广植棉。 

 

由于本省原有棉种质量低下，首先必须进行品种改良。省农改所承担了这一任务。省农改所从省内各

地采集了 13 个中棉品种和 8个美棉品种分别进行了本省中棉品种试验、本省美棉品种试验，又对中央农业

试验所提供的 13 个外省中棉品种和巧个外省美棉品种分别进行了省外中棉品种试验和省外美棉品种试验，

此外，还进行了本省美棉纯系育种试验。试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此外，省农改所对棉花播种期进行试验。在贵阳进行 1次，在施秉进行 3次。试验结果：中棉播种期，

在贵阳以谷雨为最佳，在施秉以立夏为最佳；美棉播种期，无论贵阳还是施秉，均为谷雨最佳，清明次之，

立夏第三。 

省农改所还特别进行了棉花纤维及衣分测试。棉花品质的优劣与棉花产量的高低同等重要。贵州因缺

乏研究纤维的各项设备，无法作精细研究，仅能就纤维长度一项，加以考查，方法是每种取籽棉样 2 粒，

左右分梳量其长度，而取其平均数。棉花衣分率也是研究棉花产量的重要因素。衣分率指的是一定量的籽

棉经过加工后皮棉与籽棉的重量比，一般用百分比表示。方法是每种取籽棉样 100 克，轧去花衣，以求其

百分数。测试所用的种子来自于上述品种试验的种子。 

 

试验结果表明，美棉品质高于中棉。在本省值得推广的品种有：美国的早熟小铃短绒种、圆形棉铃短

绒种、大铃长绒种等。其特性分别如下： 



1．早熟小铃短绒种。产量高，枝叶生长旺盛，能抵抗缩叶病，植株高而细，分枝长而坚挺，叶小质粗，

棉铃长而小，每铃有 3-5 瓤，绒短 2-3 厘米，拉力强，衣分率为 34% 0 

2．圆形棉铃短绒种。棉株较低，枝叶分散，叶子较大，棉铃很圆，四瓤，绒长近 1寸，衣分率为 30%-35%，

棉籽较大。 

3．大铃长绒种（福字棉）。枝叶多，枝节短，棉铃上部较尖，铃形很大，成熟期较佳，产量较高，衣

分率为 30%-32%，绒长 1-1.75 寸，柔软细长，每磅籽花 60-70 铃。 

 

三、推广―技术下乡的最佳路径 

“推广为研究之最后目的，藉使实验所得之优良结果普及民间与生产。”1944 年 1 月，贵州省政府颁

布《贵州省农业推广实施办法》，明确了农业推广的目的和任务。该办法规定，本省农业推广“以扶助农

民、公私机关、团体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以技术指导、材料供给及兽疫与植物病虫之防治为范

围”,“依地方行政、气候土宜、农业习惯、人民需要，以区域试验、农田示范与实施推广三步骤分区次第

进行”。 

推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个系统工程。“谨就工作对象而言，推广实较研究繁重，盖研究

系对物，推广系对人又对物。因之欲求推广顺利、结果圆满，除材料确实优良，发动切合时季外，他如推

广方法之运用，推广人才之养成，体力、态度、学识、思想、道德、办事以及实地工作步骤暨各项推广事

业之实施等等，莫不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笔者看来，推广是技术下乡的最佳路径选择。 

这里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观察农业推广是如何深人到农村中去的。首先，以小麦的推广为例来

考察“技术下乡”的宏观路径。 

（一）“技术下乡”的宏观观察―以小麦推广为例 

1940 年春，农林部令各省竭力增加粮食生产，以应战时需要，并令后方各省成立粮食增产督导团，同

时按照各省需要及耕地总面积之大小，分别拨发补助费。根据这一要求，贵州省即成立省粮食增产督导总

团，开展粮食增产工作。 

贵州省粮食增产总督导团成立于 1941 年 3 月，内设稻作、麦作、杂粮、农业经济、渔牧兽医、病害防

治、虫害防治、农田水利、冬耕等 10 组合粮食专款经管委员会及技术委员会，并于 5个行政督察区设置督

导站。团总督导由省建设厅长叶纪元兼任，设副总督导 2人，总干事 1人，专业督导与督导员、指导员 37

人。该团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在省建设厅的监督指挥下，推广冬耕和农田水利建设，以达到增加粮食生产、

支援抗战的目的。 

推广区域选定：适宜种麦并且搞过示范工作的、沿公路线区域方便运输的、经县粮食增产组织与其他

团体或农民请求推广的。 



推广方式：收购前年推广县内之良种，利用省农改所农事实验场及各区农场之繁殖种；由粮增团专业

推广人员，与省农改所推广委员会之各县推广所工作人员及县粮食增产组织，分工合作办理，由粮增团麦

作组总其成；经专责推广人员及委托合作机关九处，分别在 28 县收购种子、登记农户及散发种子。 

为防止农民领到麦种后不播种，特别要求各专任推广人员及委托推广机关在种子散发后要 “巡视各领

农户麦地，并指导引用条播法，至全部种子均已下土始行返团。” 

1942 年冬，省粮督团在 23 个县推广改良麦种，共贷出种子 45474 市斤，播种 5680 亩，按金大 2905

和遵义 136 号平均亩产量 244 市斤计算，可增产 13860 市担。依当时市价，每担为 180 元，共合 2494800

元。而省粮督团增产所费包括种价、运费及职员薪旅费等不过 5万余元，“其有助于军粮民食不言而喻”。

[131 

鉴于将农家繁殖的种子收购后储存在当地仓库，到栽种时期再转贷给农民，费时、耗力、耗钱，且种

子易受鼠害和潮湿，故自 1942 年起，除收购农艺实验场、区农场等所繁殖的种子外，不再向各县农家收购，

而是倡导农民互换种子。自 4 月起，即派出专任推广员 10 余人和委托机关 10 多个，详细登记上年接受良

种农户所产麦种之数量、拟与人交换之数量、拟借给亲友之数量、接受换种或借种之农户可能栽种之亩数

及其所属保甲与住址等，至 10 月底才登记完毕。该年贵阳、遵义等 22 县农民自行换种借种 343522 斤。 

小麦作为当之无愧的“冬耕之王”，其成效尤为显著。据张公溥的统计，1939- 1942 年这四年间，省

农改所在部分县光是推广改良麦种，就从 233 市亩陡增到 6165 市亩。 

（二）“技术下乡”的微观观察―基层推广员眼中的推广现场 

如果说上面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描述了种子下乡的过程，那么，这里我们再来借助基层推广员们的

眼睛，去看一看一帧帧微观的推广现场，看一看在这些现场中各个推广主体的态度、反应，通过他们，我

们试图来还原“技术下乡”的若干细节。 

时间：1941 年 1-8 月 

地点：思南县 

人物：推广员张乾星、保长、甲长、士绅、农民等事件：推广植桐 

经过：1941 年 1 月，省农改所派遣推广员张乾星赴思南负责植桐推广工作，直到 8月底工作暂告一段

落。在这 8 个月时间中，张乾星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很少呆在县里。故其

给省农改所的工作旬报，内容就显得十分丰富。从表中节选的内容来看，张乾星基本上是一天转战一个地

方（即一个村寨或一保），一村一寨地做宣传推广，工作强度很大。 

根据油桐的生长习性，油桐最佳播种时间是每年的二月中下旬至四月中旬，从节气上来讲，就是雨水

到谷雨这段时间；幼树期（4 龄以内）, 每年的 4-6 月和 7-9 月各进行一次中耕（松土）除草。省农改所

派驻思南县的植桐推广员张乾星正是依据油桐的生长习性，从调查宜桐荒地和旧有桐林人手，一边调查一

边宣传植桐之意义，然后，把桐种分发给农民，到了六七月份，桐种发芽长成桐苗后，再下乡进行初查和

复查，初查和复查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督促桐农对桐苗实行中耕除草。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由一个个小现场组合成的一个大现场。通过这个大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电影

式的连贯场景。在这日常生活式的场景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些信息。 

第一，推广员的身份问题。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植桐推广人员服务规则》详细规定了植桐推广员的职责与任务，计有 12 项：增

进油桐生产上之宣传事项；旧有桐林之调查、统计、整理、改进及更新事项；桐农植桐事业所需贷款之调

查登记事项；各区镇乡村保甲植桐技术上之巡回指导事项；桐林病虫害防除之指导事项；植桐、榨油、运

销等方法之改良及其合作社之组织、指导等事项；答复桐农一切咨询事项；筹划各县区推广植桐所需桐种

之来源及运输事项；选种、点播、采果等科学方法之指导及介绍良种，以便〔及」桐农之采购事项；优良

桐种之推广事项；督导所辖县区乡镇保甲择定适当之山场从事植桐，并提倡利用屋隅、路旁、田缘、隙地

种植桐树事项；促进桐油生产上之一切其他事项。[16] 该规则第四条又规定：“植桐指导员或推广员办理

各县桐油一切增产事宜，除遵照本所一切命令执行任务外，并须受所在地县政府之监督，其有涉及地方行

政部分或须对所辖区保或农民发布文告时，应由各推广员或指导员签呈县长，以县政府名义或以命令行

之。”[16]由此看来，植桐推广员的身份应该是技术人员，而非行政官员，没有行政权力。但是，在张乾

星的工作旬报中，屡屡出现诸如“通知保长鸣锣集约全保甲士绅及农民等，齐到保长办公处，听宣植物概

要”,“计发桐种 5 斗，着由该地保长负责该领，在本年植树节以前完成”,“召集全保花户约计 120 户，

会议每户在自己空隙地植桐 20 株，限期完成”等之类的文字，“通知”、“着由”、“召集”、“限期完

成”等具有指令性色彩的词语，表明张乾星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

这，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第二，推广的依靠力量。 

实际上，这样做的不仅仅是张乾星一人。 

为了推广冬耕工作，安顺县推广员蒋治邦一一登门，要求农民“伤打指印，劝令种植”，进而借助县

政府的“政治力量”，制作不准冬闲田土的合同书，在下种前由县政府下发到保甲，由县政府、保甲长、

农民三方签约，强制要求农民必须冬耕。 

贵阳县邓德元也在报告中多次提到，“在文化闭塞之山国推行农业推广工作，其困难势所难免”,“必

先首以政治力量，次以宣传力量，然则根本之图实在农民教育耳。” “一面须推广人员之努力，一面须有

政治力量而协助之，始增工作效力。” “本月工作甚属顺利，……实有赖于政治之力量，盖农民习惯惟区

长、主任、保甲、县长外不知有他人，在黔省新办推广，一面因须工作人员之努力，但少许政治力量不可

不假藉也。” 

如果没有政治力量的支持，推广工作似乎就很难推进。定番县黄志统指出，“县区当局对于限制冬闲

工作多视为具文，盼望上级政府通令各县，对于此项工作须加入考核，则办理推广人员则易推进。”江口

县植桐推广员张绍奎、向烈在该县从事推广工作半年多以来，“有时不能不藉行政力量以推行”，但是，

区长、保长等“多有不以认真协助，每每视桐为轻口”，更有甚者，该县县长徐用恒竟于县政大会中公然

宣称“植桐事宜，目前价格太低，不合时代需要”，让他们非常失望，“窃思县长之职，区保之直接主官，

今既如此，以后工作，即以员毕身劝导之力，恐收效亦微！"“拟恳转呈省府通伤县方，伤属认真协助，方

期收效。”省政府自然不会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去处罚一县之长，只是“函请该县长切实督导办理”。但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力量的支持对农业推广的重要性。 



乡村权威也是推广员必须倚靠的力量。上表记录的张乾星 33 天的行程中，提到保长、甲长、保甲长、

保甲等词的就有 17 天之多。在农村，保甲长一职基本上是由当地或有威望或有权势之人担任。此外，张乾

星初来咋到之时，也颇为倚重士绅的力量进行宣传推广。黄志统指出，“推广工作在贵州实属创举，宣传

工作决不可忽略，尤其对保甲长非多多解释不可。”蒋治邦看到“乡间农民知识大多低下，对冬闲登表有

不少怀疑，即联络乡村学校当局或有名望之老前辈，协助以解其疑。”[171 对于不能积极配合工作的保甲

长，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协调解决：“乡村保甲长为过去恶习太深，有少数多玩延功令，对登记表亦不

出例外，乃商着县府或区公所令伤协助外，并以冬闲登记之利害关系，训导之。”有时候，也只能绕过保

甲长而直接请当地士绅协助办理：“本月工作，初发现一保长张志清，对我们之工作不员协助责任，经好

言说亦然。乃一面将以上情形对该长属联保长说明，一面逗向甲长及当地有名绅士请协助办理，于工作始

达目的。” 

第三，农民的态度。 

首先，就是对于陌生力量介入的不适应。“每到达一村，因人地生疏，农友未敢接近，畅谈影响工作

推进良非浅鲜，后经合作指导员经中介绍办理工作始得乐于交谈。”“订购种籽，无知农民起初大多怀疑

抽税款”。 

其次，是对新生事物的本能抵触。对于冬耕，农民起初是有不少抵制情绪的，经推广员的调查，原因

不外乎以下几项：土不相宜；②水排不干；③抽兵雷厉风行，缺少人力，雇工困难；④生活程度太高，物

力维艰，无钱雇工种小季；⑤麦子成熟晚延误大春；⑥牛马践踏；⑦原来冬闲田地种的是鸦片，有的还在

观望着，等政府的政策一改变，马上种鸦片。还有的农民对冬季作物不愿意施肥，怕对夏季作物的生长不

利。在推广员看来，都是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做通农民的思想工作的：“宣传力量有限，今后宜利用增加场

期宣传或昼夜宣传”。 

复次，是短视心理在作怪。黄志统在推广时发现，“农业推广工作收效固属迟缓，但农友心理每举一

事，总盼早日收效，并且直接对自身有利方乐于服从命令，所以此项工作之推动实感困难而无法解决也”。 

最后，农民所坚持者是对政府“一刀切”的纠偏。例如，贵定县在种植了改良麦种之后，推广员发现，

尽管改良麦种具有不倒伏、少病害、颗粒大等优点，但是在当地并不受农民欢迎。其原因有：贵定以产面

最著，改良麦子不够筋道，不能制面；②改良麦子颗粒大而磨粉反比本地麦子每斗少三四斤，且麦皮太厚，

不易磨粉；③价格比本地麦子低廉，且不易销售；④产量与本地麦子不相上下。鉴于此，省农改所决定尊

重农民的意愿，任其种植本地品种，并收回改良麦种。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植桐推广人员服务规则》也规定：“各指导员及推广员下乡办理推广时，对于一

般农民必须秉谦和诚恳之态度，不得有任何粗暴或越轨之行为。” 

蒋治邦在复查安顺县某区时，“屡听农民云，胶泥土不能种小麦，及亲自考查结果，根本不能收获”，

因此，凡是发现“有此种田土农户，即劝种油菜以作绿肥。”同时，他还发现该区农家种茶叶及蓝靛者颇

多，原因是禁种之后茶叶和蓝靛的经济利益比较大，他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要加以提倡。 

黄志统在定番县推广时，听农民讲，“有一种土壤土层浅并难于打碎，不能种植，故每使其休闲不种

小麦”，经其查看，发现果然如此，他认为，不应该强迫农民在这样的土地上冬耕，否则会得不偿失，倒

是可以试着种，由政府派员视察。 



 

四、结果-技术下乡的绩效评估 

（一）成绩枯计 

以稻、麦、棉、烟等作物品种改良、引进和种植为主的贵州农业，在 1938 年后获得了较大发展，这是

继明末至清嘉道年间贵州地区农作结构变化以来的又一大革新和进步，并成为宝贵的农业遗产为解放后农

业建设所继承，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 

1．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这一时期，小麦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美棉、烟草等成为最重要的经济

作物，很多蔬菜得到改良推广等等。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更丰富、更均匀的营养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身体素质。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贵州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呈现“三增两升两降”的趋势，即，

耕地面积增加、种植面积增加、复种指数增高，经济作物比重上升、粮食作物比重下降，旱粮面积上升、

水稻面积比重下降。在号召垦荒、限制冬闲的推动下，耕地总面积、总种植面积和复种指数均呈上升趋势。

耕地总面积由 1914 年的 2140.7 万亩增加到 1949 年的 2697 万亩，净增 556.3 万亩，其中抗战时期增加了

176.5 万亩；总种植面积则由 2054 万亩增加到 2982 万亩，净增 928 万亩，其中抗战时期最高增加了 585.6

万亩；复种指数最高峰出现在战时，尤其以 1942 年的 130.77％为最高。水稻种植面积在 1938 年有小幅增

加外，1942 年和 1945 年分别下降到 822.6 万亩和 727.3 万亩，减少了 150 万亩，比重则下降了近 7 个百

分点。与之相反的是，小麦、大麦、玉米等旱粮作物的种植面积则增长明显。但总的来说，粮食作物的比

重还是有所下降，降低了 1 个百分点。油菜、烟叶、棉花、大豆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明显。如，抗

战时期，油菜的种植面积最高增加了近 110 万亩，棉花则增加了 28 万亩。 

2．贵州农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衡量农业产出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我们来检视一

下抗战中后期的 1942 年部分省夏季作物的亩产量。与其他兄弟省份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单位面积产量上，

贵州是比较高的。釉粳稻、糯稻、高粱、小米、玉米、大豆、甘薯、烟草等的产量均高于 13省的平均产量。

棉花的产量也与平均产量持平。其中，烟草、大豆、小米在 13省中产量是比较高的。可见，抗战以来，贵

州省的农业技术改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从总产量来看，几乎所有的农作物总产量均有显著增长。稻、麦、玉米、小米等作物的总产量表现不

俗。如水稻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总产量的增长，最高增幅达 157%；适应性很强的玉米最

高产量是 1937 年的 2.38 倍。荞麦的总产量则有了 400 多倍的飞跃，番薯也有 20 多倍的增长。 

贵州省的农业开发还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工业原料。如棉花、桐油、蚕丝、生漆、五

倍子、蔗糖、白蜡等。在经济利益和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这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增长明显。比如，1944

年与 1937 年相比，棉花增长了 106%，桐油增长了 48.3%，蔗糖增长了 42.3%。 

3．农民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原来甚少食用的小麦

开始作为主要粮食被端上饭桌，油菜的扩种则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食用油。对兴仁县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

表明，当地农民的主要粮食：秋收后以大米为主，春末以玉米为主，青黄不接时期以麦或玉米代米，每年

视年成好劣定之，如收成不佳则多以荞子、红薯、洋芋，副食以辣椒、豆豉、蔬菜、猪肉。 



4.农民的思想观念也有所变化。饮食习惯的变化本身就反映出农民思想观念的一种变化。从抵制美棉、

美烟到主动要求植棉种烟，从坚守“一把锄头三代传”到相信农业现代技术，从“粮食就是填肚子”到务

农也能发家致富等等，这些言行的背后，折射出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出现松动。“技术改

变观念”所向披靡。 

1943 年春，蒋介石来黔视察，在省临时参议会全体会议上这样描述他对贵州的观感：“贵州人近来已

在天堂矣！若在二十四年时则尚在地狱之中。”可见他对抗战以来贵州的发展是比较满意的。这其中就包

含着对贵州农业开发成绩的肯定。 

（二）不足之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这种因技术变革带来的高歌猛

进的跨越式增长，是脆弱的增长。 

1．农业开发存在重生物技术的片面性。推广的内容来看，几乎全部集中在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等生

物技术方面，对于农业机械技术即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化肥―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生物化学技术等方面却

着力甚少。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和化肥的使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然而贵州省从上而下皆

注重从生物技术的角度开发农业，这与整个中国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2．经费依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事实上，穷的不仅仅是农民，连政府也穷。贵州受地理条件

限制，实业很不发达，财源无法扩大，中央政府给予的补助毕竟有限。因此，投人到农业生产中的财政经

费就非常有限。这里试举一例。1939 年 11 月，筹办第五区联合农场 10 个月后，经费难以为继，虽然作为

农场主任的胡锡文已经将自己的工资全部垫付在里面，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3．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在优良作物品种的推广种植方面，受限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地域上集

中于公路沿线、平坝、河谷地区，广大山地和民族地区受惠不多，从众多民国方志中可以见到，贵州不少

山地和民族地区鸦片等种植仍为普遍，致使农业发展地域上不平衡性愈发明显，加大了经济结构上的差距。 

4.频繁的自然灾害打击了农业生产活动。抗战时期的贵州是一个自然灾害尤为严重的地区。根据有关

统计，自 1937 年至 1945 年的 9 年之间，贵州 80 多个县份中，平均每年有 27.7 个县发生灾害。[32]这一

时期的贵州自然灾害，几乎囊括了水灾、旱灾、蝗灾、虫灾、雹灾、瘟疫等所有的灾种。频发的天灾，加

上贵州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让灾荒的破坏性更大，往往让灾害发生之地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

哀鸿遍野的灾民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农业生产。 

5．战时大规模征调导致劳动力短缺，难以扩大再生产甚至无力生产。到 1942 年止，西南各省农户中，

在征调兵役后完全没有壮丁的，四川为 16.2%，贵州为 52.5%，云南为 22%，广西为 21.4%；因征调工役而

完全失去壮丁的家庭，四川为 14.9%，贵州为 3 1.7%，云南为 25%，广西为 8.8%。 [331～因此，贵州的

情况尤甚。以致蒋介石都对此大加赞扬：“贵州对于国家的贡献很多，尤其是征兵方面，一般人民能如期

如数踊跃应征。”这种征调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是阻碍贵州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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